            中华鲟可能消亡，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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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3年之后，2014年的联合监测活动再次没能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任何证据。
这是我国水生生物研究的多家权威科研单位联合的行动。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早晚的事，但消息还是令人怅然。2011年和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我两度推下闸把，参与放流了两条中华鲟成体。其中一条还是体长1.75米、重五十多公斤的“80后小帅哥”。对于这些体态秀丽的水中精灵，我怀有特别的感情。
鲟鱼最早出现于白垩纪，曾和恐龙共同生活了几千万年。直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华鲟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捕捞鱼种。有证据表明，曾经在数条大江中都有其天然繁殖场。只是到了晚近，才只剩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唯一一个了。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每年夏秋，亲鱼沿长江溯江而上，到金沙江段产卵，孵化出的鲟苗顺流而下，进入大海。大约十多年后，性成熟的成体鲟又返回上游产卵场。过去几十年以来，大型水工建筑物、航运、污染、噪声、过度捕捞、越来越广泛的驳岸水泥固化和河滩湿地逐步消失等，严重影响了中华鲟生存繁育条件。
中国工程院2013年的综合评估报告显示，长江上游干流江段的特有鱼类资源发生了较大变化，1981年葛洲坝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1985年下降至2000尾，2005年已不足500尾。2013年首次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
在长江干流系列大型水工建筑物兴建之前，早在“六五”、“七五”阶段，中科院和一些大专院校的科技工作者就启动了多学科综合评估研究，长期跟踪水体和陆域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成果也曾报送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长江干流上这些大型水工建筑工程项目中，都包括为维护保护生态系统和濒危珍稀生物保护的配套工程投入，各级公共财政亦维持着相当强度的支持，包括队伍人员开支等。
例如，当年葛洲坝工程论证时，就包括如何保护中华鲟等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一批专家提议的鱼道方案遭否定，最后就是目前的坝前替代产卵场和人工繁育放流方案。从目前中华鲟未见产卵的监测证据上看，替代产卵场的争论现在可以算是尘埃落定了。
三十多年来，在葛洲坝的中华鲟研究所已经累计向下游放流人工繁育中华鲟56次，共500万尾，然而，多年来在长江河口段对葛洲坝段放流幼体的捕获回收率究竟有多少？这些数据是现成的，公众有权利知道，有权利知道上游放流工程效果究竟如何。对此在2014年，该所副所长也对媒体表示：“长江的中华鲟种群数量规模并没有因为人工繁殖而增加。”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公共财政支持的，更何况长江生态环境和珍稀物种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公众有权利知道这持续几十年，耗费极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究竟是否起到了效果？为什么现实态势和曾经的预期设想相去甚远？人大有权对此进行依法监督，政协应该实施民主监督。
长江中的濒危水生生物，首先是白鲟，接着是白鳍豚，跟着是中华鲟，一个接一个，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深处。现在江豚也在步它们的后尘，1950年代后期，我在上海外白渡桥上还看到江豚在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翻跟头，如今专业人士发现，长江干流中江豚种群衰退趋势比当初中华鲟更陡险。
白鳍豚、中华鲟等是长江生态的标杆物种，它们无可奈何地远去，只是告诉我们在不适当的人类活动后果影响下，长江水体的生态环境已经退化到了怎样的水平。我们这代人，必须紧着做点什么才行，而且必须做真正有实效的事，而不是某些地方和部门只是为了向上级和公众表示“我在做事”或者“我做了事”的“高显示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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